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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自由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了主权规范自

冷战结束以来的起落。本文认为,随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灵魂由“社会

自由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主权规范受到挑战。但是,推动“自由

国际秩序”转变的各种力量,无论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

场化进程,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都使“自由国际秩序”在

由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在扩

展中失去内在平衡,反而激化了更多矛盾,产生了更多问题。由此而来的各

种形式的负反馈运动共同制造了当前的秩序危机,也促使国家与主权规范

重新获得重视。主权的复归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

衡,反则可能导致更大的秩序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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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程式化的安排,主导价值

观、国际规范及制度安排是其基本构成要素。①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市场经济

与美国实力领先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一系列多边

机制与国际规范为支撑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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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范围扩展。① 在冷战终结的历史节点上,“自由国际秩序”

的思想内涵由“社会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向“新古典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转变。民主、自由、人权备受推崇,而国家、主权规范受到质

疑与贬低。进入新世纪后,“自由国际秩序”一度遭遇小布什单边主义冲

击。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秩序受到各种崛起的新兴力量的

挑战。③ 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相继发生,“自

由国际秩序”危机成为热门议题。④ 主张贸易保护、要求政府减少国际事务

投入等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权规范再次受到重视和强调,这与

此前20多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为

何会出现主权规范的“回归”? 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秩序变化?

有关“特朗普冲击”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大多是从各

种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出发,追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却忽略了“自

①

②

③

④

二战结束后,主要战胜国共同缔造了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以大国合作为主要

特征的国际秩序。随着冷战的爆发,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各国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多边制度、
规则与规范就被称为“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秩序逐渐向西方国家以

外扩展,并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一个全球性秩序。参见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需要指出的

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所说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表述自身立

场和主张时,更多使用的是“战后国际秩序”,其官方定义是:“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

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由国际社会共同确立的,其最根本的原则是

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5年1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2015年11月10日,http://

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13604.shtml,访问时间:2017年10月5日。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
一些代表性的讨论有 AmitavAcharya,TheEndofAmerican WorldOrder

(Cambridge:Polity,2014);Charles.A.Kupchan,NoOne’sWorld:TheWest,theRising
Rest,andtheComingGlobalTur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3);王缉

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第11—14页;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
年第6期,第4—21页等。

相关 代 表 性 论 述 可 参 考 Stephen Walt,“The Collapseof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Order,”ForeignPolicy,26June,2016,http://foreignpolicy.com/2016/

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访问

时间:201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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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秩序”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同时,还存在着把“自由国际秩序”视作一

个单一静态的存在,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问题。本文将“自

由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主权的复归置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

中加以考察,强调其思想灵魂的变化,从其内部要素的关系变动解释这一秩序的

兴衰流变。首先,概述在冷战结束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新秩序的关键

特征以及主权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其次,分别从权力政治“回归”、经济—社会

“双重运动”、意识形态霸权崩解三个维度,解释秩序理念变迁的社会基础,以及

如何促使对国家的重新重视与主权规范的“回归”;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冷战后主权规范受到的冲击

主权是国家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性、绝对性、

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涉及国家间主权独立、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

则。① 主权规范是近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宪制规则”,界定了各种政治单元之

间的彼此界限与相互关系,关系到政治权力、利益与责任如何分配与实践的核

心问题。② 它对内主张至高无上,对外要求平等与独立,通过确立国家内部与

国家之间基本的政治权威关系,构成了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宪制原则。与主权

①

②

Thomas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and Territory,”in Walter E.
Carlsnaes,ThomasRisse,andBetbA.Simmons,eds.,Handbook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2002),p.157;RobertH.Jackson,Classical
andModernThoughtonInternationalRelations:FromAnarchytoCosmopolis (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05),p.75;JosephA.CamilleriandJimFalk,TheEndof
Sovereignty?:ThePolitics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Aldershot:

EdwardElgar,1992),p.29;BruceJonesetal.,Powerand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Orderin AnEraof TransnationalThrea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Institution,2009),p.9.

JosephA.CamilleriandJimFalk,TheEndofSovereignty?:ThePoliticsofA
ShrinkingandFragmenting World,p.11;RobertH.Jackson,Classicaland Modern
ThoughtonInternationalRelations:FromAnarchytoCosmopolis,p.73.有关国际社会

的“宪制规 则”,参 见 ChristianReus-Smit,TheMoralPurposeoftheStateCulture,

SocialIdentity,andInstitutionalRationalit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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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密切相关的,是在政治价值体系中对于国家(相对于个人)和秩序(相对于

自由)的强调。主权规范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焦点。
主权规范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原则,但却在特殊历史进程中遭遇了

严重挑战。在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基本上只是西方

阵营的内部秩序,既推崇共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又维持以国家为中

心、以主权规范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法原则,其思想灵魂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

成的偏向社会公平的“社会自由主义”,并通过多边主义原则维持内部开放性。
“自由国际秩序”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在冷战终结这一历史节点下伴随新

一轮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冷战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间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全

面对抗,冷战终结使长期的地缘政治对立隔绝被打破,又恰逢信息技术革命带

来巨大的技术和组织创新,新的经济活动空间与社会关联渠道不断被开拓,形
成了秩序扩展的历史契机。主要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加深,市场经济进一步向

全球扩展,自由竞争与开放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西方价值观与大

众消费文化随全球化迅速扩散,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自由主

义”占据上风,成为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意识形态灵魂。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在

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推崇西式选举与政党制度;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权

利和功利主义。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新一轮全球化对政治实践的

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对国家角色与主权规则的挑战,进而动摇了“自由国

际秩序”根基,并在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形

态。各种全球性问题涌现,以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新力量的

兴起,共同推动了政治权威的多样化和分散化。除了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
社会维度的多元多层治理也在兴起,各种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

糊,冲击着国家主权,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主权转移和“流散”现象。①

① 根据俞可平的总结,挑战主权观的主要观点有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

论、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国家主权强化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等。
参见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1期,第4—21页。有

关主权问题的系统性分析,参见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
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唐士其:《主权原则的建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
《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2期,15—27页;D·赫尔德、J·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

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俞可平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国内国际政治

学界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可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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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可以是多元分散的,也可以被自愿让渡

和调整。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等所指出的,预言主权“过

时”甚至“消失”的学者们实际上错解了主权规范的历史实践。至高无上、绝

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本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虚伪”。① 在全球化与全

球治理进程中,主权规范显示了其韧性与弹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过时,依

旧是管理跨国联系与构筑多边治理秩序的基础。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改变了

国家主权的实践情境,但并未对以国民国家(nationstate)为基本单元的世

界政治关系原则构成实质性冲击。国民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

为体,是政治网络的中心节点,是政治经济规则的核心制定者与执行者。国

家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在一些领域有所收缩,却在另一些领域得到扩展。

冷战结束后,对国家地位与主权规范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冲击,其实并不

在治理实践层面,而在道义权威与政治正当性维度。冷战结局在一个时期

内影响了社会思潮走向。在国内层面,个人主义在公民基本政治价值体系

中的地位上升,在个人与社群(特别是国家)间更多强调二者间的对立,强调

个体之于国家的优先性。通过诸如“政府—市场”与“国家—社会”等二分

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贬低和抵制国家作为。此外,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

等问题的共同关切所形成的跨国性认同,都对国民国家的政治认同构成了

威胁。主权规范地位有所弱化,而强调人权、民主与全球正义(如环境保护)

的观念日益增强。其中,国际人权保护尤其受到重视,并对传统主权规范构

成主要冲击,集中体现为“新干涉主义”的兴起。跨国人权运动的兴起在冷

战终结过程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② 冷战后,西方世界进一步强化

了其道德权威与意识形态霸权,对于世界政治规范的认识越来越表现出“从强

调秩序到强调正义”的趋势,倾向于用自己的“单一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③

①

②

③

Stephen 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
RosemaryFoot,“TheColdWarandHumanRight”,inMelvynP.Lefflerand

OddArne Westad,eds.,TheCambridge Historyofthe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445-465.
冷战后西方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走向单一封闭,参见许振洲:《全球化与单一思想

的威胁》,《欧洲》2000年第2期,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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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延续,“自由国际秩序”被理解为“自由主义国

家”建立的秩序,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产物。“市场”与“民主”也被空前自

信的“胜利者们”通过强制、诱导、传授等方式加以扩展。① “自由国际秩序”

越来越表现出干预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倾向。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看

来,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自由价值与民

主制度。主权不再是绝对的,“人权高于主权”。② 主权承认与政权合法性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新文明标准”。③

同时,在冷战结束的余震中,一些地区冲突不断,各种“人道主义干涉”学

说与实践应运而生。其道德基础强调人道主义,以西方大国的实力优势与

战略投入为支撑,在推进过程中采用对主权进行质疑、限制和改造的方式,

特别是“负责任主权”与“保护的责任”理念影响尤其重大。弗朗西斯·邓

(FrancisDeng)等人试图“用责任调和主权”(ReconcilingSovereigntywith

Responsibility),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中 期 提 出 了 “作 为 责 任 的 主 权”

(SovereigntyasResponsibility)概念,强调“国家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的

安全与社会福利的最低限度标准,并同时对国内公众与国际共同体负责”。④

“主权即责任”的学说很快被转化为推进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突破口。针

对“人道主义干预”所受到的基于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质疑和限制,2001年

12月,“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保护的责任》报告,强调国家主

①

②

③

④

Beth A.Simmons et al.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Liber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60,No.4,2006,pp.781-810.

关于这一点,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讨论较多,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

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9—261页。

JackDonnelly,“HumanRights:ANewStandardofCiviliz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4,No.1,1998,p.1,pp.15-16,p.21.

Francis M.Deng, Protecting the Dispossessed: 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Community(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3),p.14;

BruceJonesetal.,PowerandResponsibility:BuildingInternationalOrderinAnEra
ofTransnationalThreeats(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2009),

p.10;FrancisM.Dengetal.,SovereigntyasResponsibility:ConflictManagementin
Africa(Washington,D.C.:TheBrookingsInstitution,2010),pp.xvii-xviii,p.211;毛
维准、卜永光:《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

第2期,第4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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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如果该政府不能履行其保护责任甚

至对其内部民众进行迫害,那国家主权也存在问题,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

有道义责任介入。这是帮助而非限制主权的实现。① “保护的责任”通过在人

权与主权间建立一致性,为提升国际干预的正当性打开了突破口。② 2005年

9月,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纳入并重新界定了“保护的责任”,此后,

“保护的责任”由概念逐步走向实践。2006年4月,安理会第1674号决议中

首次采用这一概念。2011年2月26日,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明确引用“保

护的责任”,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制裁,并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当

年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批准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保护利比亚国内受攻击威胁的平民。北约据此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展开空袭。这被认为是“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次强制实践。③ “保护的责任”

的迅速兴起,体现了国际社会价值观与秩序理念的变迁。

总之,冷战结束后,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

趋势,对传统的主权规范构成重大冲击。但是,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以“新古

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全球化进程在不断推动“自由国际秩序”变化和扩展

的同时,也日渐制造出一系列新问题,其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并增强,主

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自由国际秩

序”的激进推进脱离了现实,也破坏了内部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

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曾经作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意

①

②

③

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InterventionandStateSovereignty,TheResponsibility
toProtect:Reportof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InterventionandStateSovereignty,

December2011,http://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CISS%20Report.pdf,访 问 时 间:

2017年10月5日。
加雷斯·埃文斯,穆罕默德·萨赫诺恩:《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辩论》,《国外社

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第23—24页;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

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58—72页;ThomasWeiss,“TheSunsetof
HumanitarianIntervention:TheResponsibilitytoProtectinaUnipolarEra”,Security
Dialogue,Vol.35,No.2,2004,pp.135-153.

对“保护的责任”发展权威而简要的介绍,参见联合国网站:《保护责任》,http://

www.un.org/zh/preventgenocide/rwanda/bgresponsibility.shtml,访 问 时 间:2017 年

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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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国家作用与国家主权重

新得到强调。

二、 失衡的政治格局与国家角色的凸显

“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关键支撑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

的实力优势与战略取向。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国际体系中权势变化愈发复杂,突出表现是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对下降。这

方面讨论已经很多,本文强调的是,美国单极霸权是冷战终结的产物,其优

势更多来自竞争对手的自我崩溃,而非自身绝对实力的实质飞跃。这种权

力地位变化对“自由国际秩序”演进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实

质性竞争对手,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下降,更多倾向于期待盟友或其

他国家分担秩序维持的成本。但是,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因苏联威胁的消失

而受到削弱,盟友和其他国家追随并分担成本的需求和意愿同样大为下降。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随着原有政治格局被打破,在不少地

方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政治混乱,美国扩展势力的外部诱惑增多。十余年间,

在制衡缺位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美国走向过

度扩张。① 但是,较冷战时代,美国自身绝对意义上的资源和手段并没有相

应规模的提升,其责任与行动范围却大为扩展,权力透支问题因此迅速显

现。“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财力、物力、人力

耗费巨大,成为沉重的战略负担。其间,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是损

耗了美国霸权的政治正当性。高昂的军费开支与其他成本最终迫使美国转

向战略收缩,可是毕竟诱惑太多、约束太少,面对由自身制造的乱局常常“欲

罢不能”。美国战略的摇摆不定,导致其始终无法向外释放稳定一致的信

号,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地区乱局。全球金融危机更是重创了美国霸权的

经济实力基础,影响了美国倡导的“华盛顿模式”的吸引力。奥巴马上台后,

试图在“国内事务”与“全球领导”间进行平衡,但效果并不理想。特朗普在

① 参见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2002年第2期,第

109—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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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中的“本土主义”(nativism)宣传迎合并鼓动了部分民众的不安与不满,上

台后更强化了“国内事务优先”的路线,强调美国的“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维

持全球领导力”。

同时,在相对开放的“自由国际秩序”下,技术、经验与资本的扩散转移

进一步加快,国家间发展速率不平衡显现,权力消长的动态趋向不可避免。①

在区域国际体系中,美国的掌控能力和干预意愿在收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大国以及一些区域性中等强国实现了经济崛起,海外拓展与国防力量

不断增强。同时,在反恐战争与“阿拉伯之春”冲击下,中东等热点地区旧有

的区域秩序和权力平衡被打破,一些区域性大国或中等强国逐渐成长为塑

造地区秩序的关键力量。这些震荡对美国的战略行动构成了重大牵制。复

杂的权力变动导致国家间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重新被激化。现实主义政治

逐渐回潮,国家利益、传统安全与物质性实力重获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开

放原则与多边原则再次受到冲击和挑战。

此外,相关多边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缺陷不断暴露。一方面,随着权

势变动的出现,制度权威分布与国家实力对比出现明显落差,导致了“制度

制衡”“制度竞争”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国际制度的碎片化趋

势。②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精英化与官僚化倾向日趋严重,和普通公众的期

待相距甚远,民主负责与回应(accountability)不足,更多代表了跨国资本与精

英阶层的理念和利益,进而刺激了许多群体收回主权与减少对国际组织投入

的强烈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等经常成为草根反全球化力量的抗议靶点。③

类似的,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随着欧元区的建立,成员国不断让渡诸如货

①

②

③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7年。

JuliaC.MorseandRobertKeohane,“ContestedMultilateralism,”TheReview
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9,No.4,2014,pp.385-412;罗伯特·基欧汉:《竞
争性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20—27页;李巍:《制度之

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与世界贸易组织:关于

民主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58—63页;让-马克·柯

伊考:《国际组织与国际合法性:制约、问题与可能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第2期,
第3—33页;刘贞晔:《国际多边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缺陷与补充》,《教学与研

究》2007年第8期,第54—62页。



10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

币等经济主权,但在政治性较强的领域却难以突破,结果欧盟在经济领域掌

握了大量与其政治及社会责任并不匹配的权能,特别是货币一体化与财政

福利政策分化脱节严重,而成员国民众对欧盟的监督与约束有限,与欧盟的

民主赤字有密切联系的“疑欧”情绪弥漫于英国和欧陆。① 对非国家行为体

的怀疑与不信任又转化为对国家和主权的强调。

国际体系变动也影响到国内政治力量的组合与消长。随着冷战终结、

政治诉求多样化、政治力量多元化,延续多年的左右两翼竞争格局走向瓦

解。传统左翼政党及其他左翼政治力量因冷战结局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

其中不少走向衰弱甚至瓦解,一些则通过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现自我转

型。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

内部分化,阶级和阶层对抗强化。同时,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增强,增加了

协调整合的困难。各种经济与文化冲突层出不穷,却长期无法在既有政治

渠道(特别是日渐僵化的政党政治体系中)得到有效吸纳与回应,结果进一

步走向极端化。世界范围内,作为快速全球化所刺激的认同政治的表现,族

群与宗教矛盾频繁爆发,甚至发展为激烈的暴力冲突,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

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问题,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反映

了在民族运动的大潮面前,西方国家同样不能幸免。民族问题还常常与宗

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矛盾更为复杂化、尖锐化乃至极端化。自由主义的模

式,即把民族问题化解为人权问题的模式未见成功,甚至制造了更多矛盾。②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无限制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独

立”或者“民族自决”(实际上大多以建立而非超越“国家”为终极目标),不仅

不能解决各民族间现实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而且经常导致大规模政治动荡。

全球化推进的过程,刺激了内部政治整合的更大需求,重建政治共同体秩序

的呼声上升。尤其是经济陷入困难后,强调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性,

维持内部的团结、秩序与稳定,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似乎都

变得更加迫切。因此,在经受了短暂冲击之后,相关主张和保守派政治势力

反而收获了更多支持。

①

②

李明明:《论疑欧主义及其大众根源》,《国际观察》2009年第6期,第55—62页。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

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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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开始了其民主化过程,被亨廷顿称为

“第三波”民主化。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民主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贿选、

腐败、族群冲突与暴力等种种乱象,在民主制度巩固方面仍面临严峻考验。①

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动,激发了更多的政治力量,常超出既有体制的承载

力。一方面,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过激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

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理由又往往为超越法治的强权所

左右,压制了个人自由,特别是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这已成为许多国家

政治发展的基本难题。民主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刺激了政治的极化与对

立。人权规范被西方国家片面框定成过度偏重个人及所谓政治权利的形

态。② 西方世界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忽视当事国实际情况的强制干预激化了

诸多矛盾和问题,实际效果往往适得其反。③ 一些国家假借“人道主义”“保

护的责任”的名义,以推翻他国合法政权为目标,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制

造了混乱和动荡,反而助长了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蔓延。④ 一方面,“人道

主义干预”受到多方质疑,对诸如“保护的责任”等进行约束的呼声高涨。另

一方面,历经具体行动挫折,感受到难民问题等连带后果,西方世界的干预

意愿与能力也在下降。“人道主义干预”逐渐退潮,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作

为拒绝外部干涉行为的规范保障经受住了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对国家以及主权规范的强调还有另一层重要背景,那就

是一系列新的政治相关领域的出现。当前,伴随科技快速发展,涌现出一系

列新的全球治理议题与政治行动空间,如互联网络、太空、极地等,进而衍生

出利益分配与调整的一系列全球性政治过程。各种政治行为体间围绕“新

①

②

③

④

LarryDiamond,“DemocracyinDecline:How WashingtonCanReversethe
Tide,”July/August2016,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6-06-13/

democracy-decline.
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欧洲》1996年第1期,第15页。

AlanJ.Kuperman,“TheMoralHazardofHumanitarianIntervention:Lessons
fromtheBalkan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52,No.1,March2008,pp.49-
80.

AdamRoberts,“Order/JusticeIssuesattheUnitedNations,”inRosemaryFoot
ed.,OrderandJustic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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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竞争与博弈愈加激烈。在这些新的世界政治空间,主权规范的价值

得到了强调和拓展,一些新的主权理念及主张也得以提出。例如,国家权力

的外延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有了新拓展,划分权责的讨论也从

领土、领空、领海扩展到了“信息边疆”,涉及基础规则的网络主权概念兴起,

如何界定其性质和范围成为争论焦点,构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迫在眉睫。

同样,温室气体排放权益、外层空间、海洋权益、极地资源等争夺日趋激烈,

各方都在试图占据先机,这些也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对个体国家利益与主

权规范的强调。

三、 “脱嵌的自由主义”(disembeddedliberalism)与
“双重运动”的推进

  除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自由国际秩序”所受到的更为严重且具实

质性的冲击还在于其基本政治经济安排的瓦解。二战结束以来,“自由国际

秩序”形成并运行的关键背景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形成了“内嵌的

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模式,一方面在国际层面推动开放市场与

分工合作,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

制补偿相对受损者,将自由市场的运行重新嵌入(embedded)社会体系之中,

在效率与公平间达成妥协,调和各方利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

古典自由主义”迅速兴起,并在冷战胜利的加持下,成为延续至今的新一轮

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灵魂。它主张消除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将乌托邦

化的市场逻辑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由此导致了所谓“脱嵌的自由主

义”,破坏了“自由国际秩序”原有的关键基础。结果,市场逻辑脱离社会约

束而不受控制地扩张,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制造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与问题,刺激了各种形式的以约束开放市场为诉求的社会“反向运动”,这是

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所说的“经济—社会双重运动”逻辑的集中体

现。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融泡沫的破灭,普通

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不满日渐明显,失望与求变情绪更加强烈,然而,传统

左翼政治力量与福利机制已无法有效回应这一新局面。结果,全球化所造成

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反而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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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成为大众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宣泄渠道,集中体现为对经济主权的强

调和对跨国经济活动进行选择性控制的呼声,而对国内弱势群体的再分配则

被掩盖和搁置。“内嵌的自由主义”在内外两个维度的主张都遭遇颠覆性挑

战,进一步加剧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冷战后期,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削减社会福利投入的“新古

典自由主义”在英美兴起,逐渐压倒强调社会平等与福利保障的“社会自由

主义”。这一思潮因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否定而得到冷战胜利的加

持,在世纪之交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学说,并以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名义得到

西方大国及其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推广。受此影响,不少国家走

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转轨”之路。其中,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过自我改革,利

用开放的市场体系,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与产业转移,取得了不同

程度的成功,进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扩展。在经济全球

化推进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政治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张。由于各种市场要素

的分布与各自的流动性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带来的分配效应改变了社会力

量对比,进一步刺激了发展与分配过程中的不平衡,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制

造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刺激了各种形式的“反向运动”,进而影响到国

际与国内秩序的稳定。随着新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融

泡沫的破灭,其负面影响终于集中暴露出来。

新千年伊始,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就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一书中指出:彻底的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除非得到有效

治理,否则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① 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双重运动”思

想对理解这一问题深具启发,也在讨论中被不断提及。波兰尼在其经典著

作《巨变》一书中分析了19世纪初到二战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轨迹。

历史上,经济活动长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嵌入社会体系之中,但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则出现了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市场原则不断扩张

并试图支配社会。面对自由放任市场的侵蚀,社会产生出各种“反向”的

“自我保护”运动,以此来抵御并限制市场。“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具体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导言》,约瑟夫·奈、约翰·D·唐纳胡编:《全球

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4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

取向与方式不一,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极端政治运动,如法西斯与纳粹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爆发后,各国通过关税壁垒和移民法等手段,

极力试图将自己屏蔽于失业和动荡的威胁之外,最终导致了国际秩序的

崩溃。①

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二战结束后,强调政府分配功能和社会平等

理念的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兴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约翰·鲁杰(John

GerardRuggie)所概括的“内嵌的自由主义”。鲁杰指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

世界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这样的“大妥协”为基础:国家要求社会支持其对外

开放和加入国际市场的决定,并承受随之而来的冲击;作为补偿,国家通过

某些干预措施、各种形式的经济或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提供福利保障,以

缓解国际市场竞争给国内社会造成的压力。② 尽管具体模式各异、程度不

一,但调和了国际及国内两个层面的权益分配问题,国内稳定得到满足,开

放多边主义也得到了支持。这一基本政治经济安排是西方阵营“自由国际

秩序”的关键支撑。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在石油危机后陷入滞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济

困境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趋明显。1979年和1981年,撒切尔夫人和

里根分别开始主政英国和美国,推动以非国有化、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减

少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等为主的经济变革,取得了一定效果。这种复兴的自

由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其影响也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结果,在冷战胜利的加持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成为延续至今的新

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思想灵魂,主张消除国家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将乌托邦

化的市场逻辑尊奉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诸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成为跨国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工具。直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理念幸运地得到冷战后市场空间扩大以及

由新科技革命推动的上升性生产周期的支持,引领经济全球化将近30年,侵

①

②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3年。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

EmbeddedLiberalism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36,No.2,1982,pp.37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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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并取代了“自由国际秩序”原本不可或缺的“大妥协”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流动和技术进步不断加速,产业转移和资本

转移空间扩大,逃避管制的渠道和选择(如所谓的“避税天堂”)增多,冲击了

国家对市场和资本的调节和管理能力。随着新兴经济体作为竞争力量的加

入,全球市场竞争与产业转移压力也成为限制国内经济调控与福利调节的

关键要素。拥有选择空间与流动性优势的资本力量占尽优势。此外,冷战

的一个重要遗产在于,在西方社会,由于一系列劳工法案的存在与福利制

度的建立,劳工运动动力不足,陷入低潮,组织化力量被驯服或瓦解,单纯

的阶级政治议题很难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苏东剧变进一步打击了传统

左翼政治力量,工会和左翼政党纷纷转型。各种因素交汇,市场经济、福利

国家与政治民主在历史上形成的结合难以为继,“内嵌的自由主义”模式

式微。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乏约束的激进推进,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

突,最终破坏了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更多财富,但是国

内不同生产要素、不同部门的成本与收益分配并不均衡。不同经济要素的

流动性不同,通常对资本所有者与高管阶层更为有利,而不利于发达国家的

中产阶级与劳工阶层。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寻求更低成本、更大市场与更高

利润。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获得了更多更便利的条件,

不断在全世界寻找投资机会,并将生产的商品在全世界进行销售。同时,劳

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还要面对来自广大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

工的竞争。跨国企业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与业务外包,掌握和管理资本的

投资者与管理阶层力求与全球范围内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及资源要素相结

合,构成了对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替代。② 同时,大量合法与非法移民进一

步激化了一国内部的就业竞争。此外,技术进步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

①

②

John Gerard Ruggie,“Trade,Protectionism,andthe Futureof Welfare
Capitalism,”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48,No.1,1994,p.8.

DamirStijepic,“Globalization,WorkerMobilityandWageInequality,”Review
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25.No.1,2017,pp.10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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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加剧了社会底层的就业困难与生存困境。① 结果是,投资者与管理阶

层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获得了更高收益,普通工薪阶层却因

为劳动力要素的全球替代而相对受损。总之,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对资本和

劳动力要素截然不同的经济效应,使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分化和就业结构

分化更趋明显。除了面对外部竞争者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

内部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进而引发公权力的失信与合法性

赤字等种种问题。②

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竞争,

使大量产业被转移或业务外包给新兴经济体,打击了国内传统制造业。同

时,大量涌入的外资和对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终导致整个美国的经济结构过

度金融化,制造了巨大的信贷泡沫,进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③ 与产业

结构失衡并行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而贫困阶层相对日渐扩大,贫

富分化不断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④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流逝,公民参与

衰落,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日渐失落。⑤ 美国的国内社会结构发生深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文献,参见 AndreasBerghandTherese
Nilsson,“DoLiberalizationand GlobalizationIncreaseIncomeInequality?”European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26,No.4,2010,pp.488-505;ArthurS.Alderson
andFrancoisNielsen,“GlobalizationandtheGreatU-Turn:IncomeInequalityTrendsin
16OECDCountri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7,No.5,2002,pp.1244-
1299.

BrianKeeley,IncomeInequality:TheGapbetweenRichand Poor,OECD
Insights,OECDPublishing,Paris,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010-en,pp.
32-35.

李辉等:《帝国的光环: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3期,第129—154页。

RajChetty,David Grusky, Maximilian Hell,Nathaniel Hendren,Robert
Manduca,andJimmyNarang,“ThefadingAmericandream:Trendsinabsoluteincome
mobilitysince1940,”Science,Vol.356,No.6336,2017,pp.398-406;PewResearch
Center,“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December9,2015,http://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年;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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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变化,过去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根基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正

在坍塌,这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在经济尚能保持增长态势之时,社会不满情绪还不明显。① 但是,当资

本快速流动所制造的金融信贷泡沫破灭,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迟迟难以摆

脱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各国政

府都为救市而迅速行动,结果“大到不能倒的”金融资本集团更多把代价转

嫁给整个社会,进一步刺激了普通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普遍不满。作为社

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的“被剥夺感”与“不信任感”进一步加

深,失望与求变情绪更加强烈。改善分配不公与就业状况成为公众关注的

议题,发达国家的再分配政治和阶级政治再次兴起并复杂化,然而传统左翼

政治力量与福利保障体制已无法有效回应和容纳。一方面,随着战后“婴儿

潮”一代进入晚年,以及生育意愿与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社会老龄化造

成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体系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随着所谓“后物质时

代”的到来,一些因全球化引发的诸如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种族多元、文化

宽容等议题则越来越多地进入左翼政党的纲领,甚至成为其重心。结果,左

翼思想和政党的领导者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劳工阶层,而传统劳工阶层则

越来越多地基于价值、传统等问题转而支持右翼保守主义。最终,全球化所

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矛盾,反而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对内的民粹主义和

对外的民族主义,成为大众愤怒和恐惧情绪的宣泄渠道,并转化为对经济主

权的强调和对跨国经济活动的选择性控制。“内嵌的自由主义”在内外两个

维度的主张都被颠覆,进一步加剧了秩序危机。

以美国为例,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与不信任,刺激了民众对非传统政

治人物即“反建制派”的强烈期待。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

就是凭借“新人”形象、回应民众“变革”诉求而达成的。当选后,奥巴马试图

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来重振美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然而成效并不明

显,尤其是美国广大中下阶层民众并未从中获益。对奥巴马执政的失望使

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更为激化,更加期待“反建制派”来实现更大

① BrianBurgoon,“GlobalizationandBacklash:Polayni’sRevenge?”Reviewof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16,No.2,2009,pp.14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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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其中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的“平民主义”(populism),而另一部

分则倒向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现象”和“奥巴马现

象”都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治困境的延续,凸显的是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

制的不满与愤怒。激怒特朗普核心支持者的,与其说是其绝对的经济与生

活水平,不如说是独特的“相对剥夺感”:因为既有的社会福利与救助项目更

多帮助了少数族裔、移民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但很多“没有学位的白人”作为

曾经的“中产阶级”却经历了经济地位严重的相对恶化。① 特朗普当选美国

总统,试图通过鼓吹“美国优先”,以保护美国本土利益为名,引导美国中下

阶层民众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视为“非美国”或“非本土”的(即由外部

“占便宜者”或移民造成的),通过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协助

推进其对内减少国家管制、强调市场、削弱福利国家的“特朗普经济学”。这

实际上代表了另一部分寡头精英集团的利益,恐怕只能一时转移矛盾,而并

不能解决深层问题。

四、 文化霸权的崩解与认同政治的激化

“自由国际秩序”的基底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

位。在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经济体制基础动摇的同时,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

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不受挑战的霸权性地位也正在瓦解,各种质疑之声

与竞争性思想兴起,特别是保守主义思想回潮。“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导下

的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社会纽带、身份认同、价值理念与文化心态构成了巨

大冲击和考验,激化了价值冲突与认同危机,引起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刺激

起各种形式的反弹。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不受约束的特定结

合,造成了道德水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精神危机。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义

一方面树立了一系列政治正确标准,限制了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往往蜕

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无论是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面临

着主流核心价值模糊混乱的危险。同时,认同政治更加复杂和激化。精英

阶层日渐脱离于普通大众,全球化的失落者与受益者间除了经济利益上的

①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3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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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往往还存在着某种价值上的冲突甚至道德上的分歧,存在着严重的文

化鸿沟。欧美社会的人口—族群—宗教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

化,族群与文化构成日趋复杂。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

念方面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正日益威胁到国家认同、

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等

并不足以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却越来越动摇了自身的核心地位。在

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认同出现冲突时,基于现实需要,国家作为集体与秩

序的核心象征也就越来越为一部分人所重视。各种保守主义力量在国家的

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对社群和国家的强调则是这些保

守主义思潮的核心。

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价值与开放包容格局,信息传播与通信技术的

日新月异,共同推动了多元价值观与文化形态的冲撞。与资本和市场密不

可分的大众消费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与扩散能力,同时自由主义、物质主义

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刺激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加深了社会精神危机。同

时,精英阶层基于利益与理念纽带形成了跨国共同体,部分人以“全球公民”

自居,却日渐脱离于普通大众。各种形式的移民空前增加,社会族群与文化

构成日趋复杂。传统的社会纽带、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也在经受极大的冲

击和考验,引起普遍的社会焦虑。面对实现个人价值、保持开放包容与维护

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自由和秩序的矛盾”,在各国以不同方式都有

所表现。一方面,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价值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每一个角

落。另一方面,在全球意义上,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对立面不再是赤裸裸的来

自政府的思想专制,而是各种极端势力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保守思潮。① 基

于现实需要,国家作为集体与秩序的核心象征也就越来越为一部分人所

重视。

冷战结束前后,西方世界逐渐出现了保守势力的回潮。在政治思想、意

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西方国家过去多年的基本趋势是基于“个体至上”的文

①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

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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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且将这种趋向绝对化和过度理想化。① 极端自由

主义思想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极端化刺激了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物欲

横流、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水准下降刺激了不满与反弹。同时,随着个性

解放与自由化不断推进,各种亚文化群体大量出现,西方社会正变成一种在

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多元化的社会,而自由主义所推进的文化多元主

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等并不足以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因而动摇了自身

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设立了林林总总的政治标准,有时不免

过分限制社会辩论空间,压抑了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情绪的释放,失去了包容

性与开放性,结果使自由主义走向了“自我封闭”的反面,并无助于纾解社会

中大量存在的实质性的理念冲突和利益矛盾。② 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主义又

很容易蜕变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过度的个人或小群体自由会导

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

无限制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引发了各阶层的普遍

忧虑,担心它将威胁到一个民族的国家认同、政治忠诚与社会稳定。③

在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受损者与受益者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往

往还存在价值冲突甚至道德分歧。以底层白人劳工为代表的受损阶层更倾

向于支持极端保守的、本土与传统取向的右翼立场。当前,在欧美,诸如同

性恋婚姻、堕胎、移民以及环境保护等非经济议题已经跨越了不同阶层,造

成了新的政治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建立在身份政治、单一议题政治的基础

上,在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全面对峙,其根源

之一在于自由主义在鼓励文化多元与宽容的同时,造成了剧烈的身份危机

①

②

③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

政治研究》2010年第1期,第3页。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阎学通:《主编寄语: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Ⅳ-
Ⅴ页;梁雪村:《发达国家的反建制运动————自由秩序与现代性危机》,《国际政治科学》

2017年第1期,第33—61页。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政

治研究》2010年第1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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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非经济议题上的价值冲突。①

在非西方国家,文化与价值观的失调与冲调可能比在西方国家还要复

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全球性的地方化,以

及不同文化因素的直接接触与冲撞。外部冲击刺激了要求恢复国家传统和

民族心理的情绪,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思想因素的复兴。亨廷

顿就在一些人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警告文明冲突的可能性。② 特别是冷

战之后,宗教迅速在许多地方填补了人们在政治思想认同方面的空白,宗教

问题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位置。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

不断增强,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净化,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

公共行为,并日渐政治化甚至暴力化、极端化。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

已经充分证明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③

文化冲突也显现在西方世界内部。今天西方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其特有的一套制度和信念,而这又离不开欧美社会中诸多基

本的文化共识。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和亚文化多元主义的兴

起,将与西方传统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带入西方世界,对其构成了新的

挑战。欧美社会人口—族群—宗教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族群政治与宗教政治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分歧的主要方面。新

增移民加上不同族群出生率差异,使得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白人族裔人口

比例下降、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上升的现象。这些少数族裔在其所在国经济

地位较低,宗教、文化特性更使他们同主流社会难以融合(文化多元主义在

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这种融合)。特别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等原因,一部分快

速膨胀的穆斯林人口仍然难以建立起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认同,他们往往

把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结果,欧美民众对日益增长的穆斯林群体

①

②

③

RonaldF.Inglehartand Pippa Norris,“Trump,Brexit,andthe Riseof
Populism:Economic Have-Notsand CulturalBacklash,”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ResearchWorkingPaperSeries,No.RWP16-026,https://ssrn.com/abstract=
281865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2002年。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来的世界政治变迁———同一性与多样性并存》,《国际

政治研究》201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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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普遍的集体性焦虑,例如2015年秋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欧

洲保守势力的恐慌与反弹。①

在美国,一方面是价值和文化的多元主义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是保

守主义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长期被视为各种移民的“大熔炉”。但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凸显,身

份与政治认同问题在美国日渐突出。具有不同族群、宗教、文化和语言背景

的少数族裔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已成为美国难以回避的政治挑战。美国

人口的主导族群担心在政治上失去主导地位。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涌入

还使得同性婚姻、堕胎、枪支管制等传统争议进一步复杂化。② 对在美国人

口结构中比例不断缩小的白人蓝领阶层而言,开放多元的社会并没有带来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却带来了道德与价值观的冲突。这些人不仅在经济

上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而且在文化价值与身份地位上也面临巨大的

威胁与刺激。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相交织,产生了复杂的政

治问题与政策两难。③

非洲裔的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被普遍视为西方国家特别是

美国政治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在经济复苏不尽如人意

的背景下,这一象征性事件反而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白人民众中关于“真正美

国人”的焦虑,唤醒了在种族和宗教信仰双重意义上的“本土主义”思潮。特

朗普的成功就是利用了这种民粹思想。在对传统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

下,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理念通过驱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涌入等反全球

化措施为更多选民所接受。特朗普提出了包括反对公民出生地原则、强化

边境执法、美墨边境筑墙、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计划,

声言确保就业机会不被非法移民夺走、国土安全免于外来威胁。这些又引

发了部分自由派社会群体的反弹,制造了新的政治僵局。无论是奥巴马还

①

②

③

包刚升:《三重政治经济失衡与全球化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第

21—29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

出版社,2005年。
刁大明:《失衡与分裂:美国难以走出的国家困境》,《求是》2017年第6期,第

59—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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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朗普的当政,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角逐,甚至激化了

二者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

随着走向极端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日渐暴露出其弊端,其文化和意识

形态霸权正在走向瓦解,对于社群和国家的强调成为各种保守主义思潮的

核心。直到今日,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而言,国家认同仍然是最重要最

核心的政治认同。当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认

同仍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是集

体救济和干预的依靠,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虽然全球化

加剧了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每个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人员的流动

特别是公民资格。政府依然掌控着最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化工具,国家

依然是强大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符号。在社会价值观陷入混乱冲突、某些群

体出现分离倾向时,国家的地位和角色又受到另一些群体的重视,从而表现

出某种乱象。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与认同及价值观政治的重新兴起使国家

再次回到政治辩论的中心。

五、 结 论

“新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自由国际秩序”的演

进,在群体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主权与人权关系方面,出现了内在失衡。国

际秩序面临调整转型,今天的世界或许正处于某种大调整和大变革的前夜。

本文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是“自由国

际秩序”自身历史形成的基础被动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深层矛盾的反映。

当前强调国家与主权的复兴,对自由主义某些价值与规则的质疑,是“自由

国际秩序”失衡发展的产物,其根源是这一秩序在冷战胜利之后受“新古典

自由主义”等影响所发生的转变。

自由主义秩序危机是全球经济政治长期变化的结果。冷战后,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集团取得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双重胜利。在新技术革

命推动下,“新古典自由主义”压倒“社会自由主义”,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

化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传统主权规范构成冲击。但无论是单

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还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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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推进过程中又制造了系列新矛盾。“自由国际秩序”的扩展片面失

衡,全球化的负面反馈效应不断显现,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

失衡以及认同政治凸显等。随着美国霸权日渐松动,鼓吹“市场万能”和对

基本社会公正的贬低越来越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制度

安排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对。国民国家依旧是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和国

际权利与义务的主要载体,各种形式的负反馈与“反向运动”共同促使国家

作用与国家主权重新得到强调。

不过,对“自由国际秩序”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应片面夸大。英国“脱欧”

与特朗普上台后的系列事态发展表明,虽然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但它仍具有

强大的社会基础,有其内在的弹性和韧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全球化与逆

全球化两种力量的交锋将更加复杂尖锐。国际秩序变革的机会窗口正在打

开,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着如何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规则与体制的挑战,使政

治的全球性融合能够与经济的快速全球化进程相匹配。人们迫切需要对现

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改革,需要一种更能反映社会正义和

更开放、稳定、多元的秩序、规则和机制。

遗憾的是,在今天,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

但尚未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当前推动国家和主

权复归的各种思潮的背景与构成十分复杂,各种反全球化运动只能由缺乏

坚实思想主张、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政治势力所推动,其批判锋芒大于建

设思路,甚至还催生了反动力量。开放性、基于规则、基于多边和集体努力

的自由主义特性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单纯的复归国家与主权恐怕并不能解

决各种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但这一趋向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在不同价

值和规则间作出必要妥协,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与稳定;相反,如果

对其过分强调甚至绝对化,则更严重的秩序危机乃至秩序崩溃也并非没有

可能。


